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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

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

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能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
文章搭建起以 “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

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

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

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

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

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作为现行国际体

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制

度的深入参与.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
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启发视角,亦有助于为中国

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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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国际局势持续深刻变化的复杂背景下,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与崛起国

更注重在各领域国际机制层面争夺主导权,以期在体系运作中获取制度红

利、拓展竞争优势,大国竞争的焦点也因此从 “器物性权力”转向了 “制度

性权力”这一新领域.① 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两个全球性大国,中美间的战略

竞争由物质场域逐步转向以规则、秩序和价值理念为核心的制度场域正是这

一趋势的直观体现.②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际关系中的制度竞争予以了持续关注.秉持不同范

式和理论视角的学者尝试为国家间制度互动的原因、方式和影响提供差异化

解释,并由此引发了对国际关系权力形态和国家间互动模式的新一轮争论.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新兴流派,话语制度主义 (discursiveinstitutionalism)开

创性地将行为体观念和行为体间话语互动确立为解释制度变迁的核心变量,

尝试为制度竞争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③ 在其看来,

观念决定话语,话语建构制度.因此,制度竞争根本上是非物质性的、话语

层面的权力之争,即 “制度话语权”竞争.④

这一解释为从学理层面理解制度话语权的内涵及其实践机制提供了启发

性.作为一种非物质性权力,制度话语权如何在对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发挥

作用? 对中国而言,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如何获取、如何提升,又如

何帮助中国实现既定的对外政策目标? 通过借鉴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本文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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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搭建以 “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对制度话

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

语权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提供启发.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深刻

洞悉国际话语权的理论进展,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制度话语权的演

进规律,可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以营造利我的

国际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启示.

二、国际关系中的制度话语权:主流认知及其批判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率先就语言 (language)及其衍

生出的话语 (discourse)的权力属性展开学理性探讨,① 并形成了以米歇尔福

柯 (MichelFoucault)的 “话语权力”论、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WSaid)的

“语言文化”论、安东尼葛兰西 (AntonioGramsci)的 “意识形态话语霸

权”论和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Hall)的 “舆论话语权”论为代表的四大

话语权理论流派.②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掀起的 “语言转

向”大潮下,国际关系学界的批判理论在借鉴上述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正式

提出了 “国际话语权”的概念,并尝试从折中主义的视角对其实践机制进行

解释,从本体论层面向传统范式的 “物质权力观”发起挑战.③

现实主义范式的核心假定强调国家行为体的趋利性和权力物质性,国家

间的权力竞争被概括为无限度追求物质资源累积的无序性过程.④ 在此背景

下,语言并未被赋予真实独立的权力意涵.在现实主义看来,所谓 “制度话

语权”不过是物质权力竞争在 “廉价言辞”层面的表象———制度性权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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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语言”和 “话语”在社会语境下的概念分野,西方学界的普遍共识是,作为人类描

述外部世界的产物和进一步改造世界的工具, “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主观表达,具有工具性和客观

性.通过 “社会人”对语言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归纳,语言得以衍生为 “话语”,并开始带有思想内容

的逻辑性、利益群体的价值判断和指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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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物质性权力,而话语只是传递行为体意图、沟通信息和代为施加制度性权

力的信号工具.① 尽管话语沟通作为降低冲突风险的必要手段为国家在国际

交往中判断彼此动机提供了参考,但国家的最终决策仍需通过物化指标确

证,否则可能因对方的话语欺骗和话语伪装而造成误判.② 托马斯谢林

(ThomasSchelling)在其创立的 “谈判模型” (bargainingmodels)理论中

曾提出 “谈判权”(negotiatingpower)的概念,认为在国家通过谈判商讨利

益分配的过程中,语言的价值得到一定凸显,但这并非因为语言本身能够左

右决策,而是语言得到了 “物质权力背书”,使实力占优的一方通过胁迫性

的信息暗示,强制对手接受要约.③ 这也被视为现实主义对制度话语权最典

型的认知观点之一.④

相比之下,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权力观上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新制度主

义认为,物质权力在国际制度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制度一经形成并进入

常态运作,就会产生摆脱主观控制的独立倾向和惰性.因此,制度的发展并

不总能遵循创设者的初衷和既定轨迹,而是持续受到制度参与者主观因素和

制度内生动力的影响.⑤ 约瑟夫奈 (JosephSNye)的 “软实力”理论认

为,相较于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传统 “硬实力”,一国的文化、制度与价值

观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制度话语权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软实力形态之一.制

度话语权的核心是一国对他国进行 “规劝” (dissuasion)的话语能力,往往

由实力占优且有意愿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领导力的大国掌握.⑥ 罗伯特基欧

汉 (RobertOKeohane)和朱迪斯戈德斯坦 (JudithGoldstein)等学者进

一步指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制度环境中,话语能够发挥物质权力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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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的功能,以非威慑方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方向.① 当国家间对现有制度

下的利益分配出现争议时,现有制度的维护者通过主动提供具有战略价值

的新信息并以特定形式传达给相关方,鼓励后者主动拓展战略利益的考量

范围,引导其重新计算成本收益,促使其同意现有制度安排,确保合作最

终达成.②

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以 “语言游戏论” “交往行动理论”和 “言语行

为理论”为代表的语言学理论相继进入国际关系理论视野,③ 使语言在国际

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与角色得到空前提升.以尼古拉斯奥努夫 (Nicholas
GOnuf)为代表的 “规则建构主义”学者和以弗雷德里克克拉托赫维尔

(FriedrichVKratochwil)为代表的 “规范建构主义”学者率先注意到语言

与制度在社会中的互构关系,进而指出,话语互动是国际制度交往的根本形

态.制度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具有先验性,而由行为体间话语交流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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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ye,PowerandInterdepende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Boston:Little& Brown,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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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和规范演绎而来.① 制度一经确立,又会反向制约行为体的言语行

为.② 安佳埃尔维德 (AnjaEleveld)则指出,制度对行为体的影响反映在

常态化的言语互动中,行为体的社会身份、利益趋向与价值偏好通过对制度

话语的反复重申、强化和阐释得到潜移默化地形塑.结合自身的经历与知识

背景,行为体逐渐习得、内化并持续更新对言语行为基本规律及其演绎形成

的制度框架的 “共有知识”.③ 由于身份、利益和价值偏好的不同,行为体在

资源稀缺的世界中容易出现目标冲突,而制度框架有助于引导行为体按照既

定程式解决问题,确保其在面对冲突时会优先考虑通过交流协商而非诉诸武

力来平衡利益分配、降低冲突风险.④ 鉴于话语本身具有主观性,交流中的

话语体现了不同行为体对制度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交流就是对制度意义

进行竞争的过程.⑤

西蒙施普林格 (SimonSpringer)认为,话语权因在制度运作中的效

能超越了物质权力而在社会实践中具有优先性.⑥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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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意义建构.在充满主观的国际体系中,虽不可否认物质的客观实

在,但物质性权力与资源需要在言语行为中被定义、赋值和认可,才能最终

转化为 “有意义”的社会资源并获得合法性承认.这是话语在制度演进中发

挥的基础性权力.① 第二,驱动制度演进.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在社会互

动中形成和发展,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但制度本身并不具有制动性,而是

依赖行为体持续的言语行为实现进化.② 第三,影响制度路径.语言不仅构

成了制度的本体,还持续影响着制度路径.由于制度结构源于言语行为模

式、制度内容源于言语行为规则,因此,行为体对制度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都必须以作为 “元制度”的言语行为框架为路径遵循.③ 第四,维护制度稳

定.社会化言语行为依赖于特定语境,制度发挥作用的边界与制度语境涵盖

的范围重合.因此,当处于同一制度语境中的不同行为体对制度的理解产生

争议时,利益相关方会通过强化制度话语巩固共有身份和利益,将削弱制度

权威的挑战性话语排除出制度语境,并判定其非法、剥夺其意义,以维护制

度的稳定.④

回顾既往研究可以发现,相较于现实主义鲜明的物质主义权力观,新自

由制度主义虽部分认可了话语的制度权力功能,但仍坚持以逻辑实证主义路

径认知其实践作用.受此影响,其所指涉的 “话语的制度性权力既不能脱离

特定的制度本体得到一般性阐释,亦不能通过对施动者主观行为特征的判断

来辨别其在不同制度场景中的效能差异”.⑤ 相比于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

在本体论层面对话语作为非物质权力的地位予以肯定,并通过建立语言学意

义上的分析框架,为理解话语在社会条件中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具象化且可操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MilanaLjubicic,“Identity and TotalInstitution”,Sociologija, Vol５７, No２,２０１５,

pp２３１Ｇ２４２
OscarLLarson,“UsingPostＧStructuralismtoExploretheFullImpactofIdeasonPolitics”,

CriticalReview,Vol２７,No２,２０１５,pp１７７Ｇ１７９
韩东屏:«制度安排权分配制:决定社会形状的元制度»,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第１８８~１９０页.

SabineSaurugger,“ConstructivismandPublicPolicyApproachesintheEU:FromIdeasto
PowerGames”,JournalofEuropeanPublicPolicy,Vol２０,No６,２０１３,pp８８９Ｇ９０２;Wesley
WWidmainerandSusanPark, “DifferencesbeyondTheory:Structural,Strategic,andSentimental
Approachesto Normative Change”,InternationalStudies Perspectives,Vol１３,No２,２０１２,

pp１２３Ｇ１３４
VivienASchmidt,“ACurious Constructivism:A Responseto ProfessorBell”,British

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４２,No３,２０１２,pp７０５Ｇ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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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理论模型,但其理论弊端也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

过于强调行为体话语对制度的单向作用,忽略了二者的互构特征.建构主义

强调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始终依赖社会互动,但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制度创设阶

段行为体通过话语建构制度框架的行为,还包括制度运行中行为体根据制度

反馈对言语行为展开的持续调整.① 单纯强调前者,仅能为制度的强化和延

续提供理论证据,但无法解释制度在实践中的竞争、消亡、替代和再生等变

迁.② 第二,将行为体的言语行为设定为制度演化的逻辑起点,忽视了观念

因素对行为体言语行为的先导性和决定性作用.③ 建构主义尽管一定程度上

意识到行为体主观因素的多样性及其对制度影响的不可预测性,但为满足理

论框架简约性和科学性的目标,仍旧选择将行为体的独立认知与判断能力排

除在变量体系之外,强调制度语境能够对与制度相关的言语行为进行有效筛

选,避免非理性言语行为对制度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冲击,实质上仍未摆脱实

证主义制度研究中对施动者经验理性假定的窠臼,故无法对国际制度变迁的

自主性与多元化趋向提供有力解释.④ 第三,在广义的社会语境而非制度语

境下探讨话语权的作用机制,忽视了制度的阶段性特征,亦无法区分制度话

语权的双重属性.建构主义认为,制度环境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行为体

参与的制度互动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并无本质差异.⑤ 事实上,行为体在不同

阶段参与制度互动需要获取与之匹配的权力或权利资源,方能确保利益目标

的实现.⑥ 由于制度语境的缺位,既有研究无法客观反映行为体在制度实践

中对制度话语权的真实诉求及其应用方式,这也是学界对其解释力局限的最

主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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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olinHay,“GoodinaCrisis:TheOntologicalInstitutionalismofSocialConstructivism”,

NewPoliticalEconomy,Vol２１,No６,２０１６,pp５２７Ｇ５３０
韩雪晴:«理性偏好、共同体意向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载 «欧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３

期,第３５~３７页;田野:«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进展与问题»,载 «教学与研

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５８~５９页.

JefHuysmans,“DefiningSocialConstructivisminSecurityStudies:TheNormativeDilemma
ofWritingSecurity”,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２７,No１,２００２,pp４１Ｇ４６

StephenBell,“Do We Really Needa New ‘ConstructivistInstitutionalism’to Explain
InstitutionalChange?”,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４１,No４,２０１１,pp８８７Ｇ８９０

李昕蕾:«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学习机制与话语建构:中国能源安全观念的绿化及其对能源和

气候外交的影响»,载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１２辑,第２４９页.
王明国:«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９期,第３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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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流范式对制度话语权的认知谱系

　　　　　谱系指标

主流范式　　　　　
权力属性 权力来源 理论基础 实践功能

现实主义 否认 依附于物质权力
权力 转 移、谈 判

模型
信息载体、沟通工具

新自由制度主义 部分承认
部分源于物质权力、
部分源于制度过程

软权 力 理 论、复

合相互依赖理论

议程设置、优化信息

配置、促进合作达成

建构主义 完全承认
独立并超越物质权

力、源于社会结构

规 则 建 构 主 义、
规范建构主义

社会意义建构、驱动

制度演进、影响制度

路径、维护制度稳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囿于不同范式在本体价值和认识论上不可通约的理论分野,主流研究尚

未就制度话语权的产生、演化与作用机制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① 作为新制

度主义的新兴流派,话语制度主义为弥补上述缺陷而进行的探索取得了显著

进展.话语制度主义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坎贝尔 (JohnLCampbell)和

薇薇安施密特 (VivienASchmidt)提出.② 在继承制度主义对国际制度

演化阶段性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话语制度主义综合借鉴了认知社会学、公共

政策领域的政策话语分析,以及国际关系学反思主义话语理论,对制度话语

权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和完整的概念界定———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

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

—９３１—

①

②

RogerAPayneand Nayef HSamhat,DemocratizingGlobalPolitics Discourse Norms,

InternationalRegimes,andPoliticalCommunity,Albany:State UniversityofNew YorkPress,

２００４,pp１４Ｇ２９
约翰坎贝尔与薇薇安施密特被视为国际关系学话语制度主义学派的共同创建者,但二

者的学理性贡献体现在不同领域.坎贝尔主张从宏观层面探讨话语权与国际制度演进的关系,将制

度话语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加以理解.施密特则主张在微观层面建立起更为完整的 “观念性逻辑”,
在国际制度的语境中深入探讨观念与话语的互动如何产生权力效能.从理论建构层面看,二者分别

为话语制度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互为补充.有关话语制度主义理论内涵的评述,参见

B盖伊彼得斯: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 (第三版)»,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１５~１３０页;沈燕培:«理念、话语与制度变迁———话语性制度主义介评»,
载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３２４~３２７页.



　□ 当代亚太　

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

能力.①

在话语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是存在于行为体观念层面的动态、开放的场

域架构.② 制度的动态演进与参与制度过程中行为体的观念变化密切相关.
高度的观念共识能够有效维系制度运作,而观念的差异、竞争和冲突则会导

致制度的变迁、更替或消亡.③ 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体的观念时刻处于动态

调整中,其调整过程在政策性观念、程序性观念和哲学性观念三个层次得到

完整体现.④ 政策性观念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一切对外政策行动的根源,包含

了其对外部环境判断的类型学框架、对自身利益范围及影响的测度体系,以

及由此形成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集.⑤ 程序性观念是对政策性观念抽

象归纳后产生的更为一般化的流程图式,用于指导行为体在面对既定情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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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需要指出的是,话语制度主义语境下的 “国际制度话语权”同中文宏观语境下的 “国际制

度性话语权”存在本质差别.话语制度主义强调话语权在国际制度形成与演化全过程中的本体性地

位,即国际制度的本体是由语言符号以特定形式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话语体系,语言是一切制度体系

得以产生的基础性 “元制度”.因此,任何行为体通过言语行为参与制度建构和制度互动本身就是行

使权力与权利的表现.而广义上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则认为,语言是行为体确保参与国际制度获得

特定利益的辅助性工具,通过特定话语的使用以改变国际制度的内容,促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

向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权力或权利,而仅仅是一种 “话
语影响力”.有关两种概念的界定和区分,参见ZoltanGrunhut,“The‘Expertisation’ofEuropean
Studies:ACriticalPerspectiveonDiscursiveInstitutionalism”,EasternJournalofEuropeanStudies,

Vol１１,No１,２０２０,pp２６０Ｇ２６２.
话语制度主义将制度指涉为 “场域”的观点源于对布迪厄 “场域理论”本体论认识的借鉴

和吸收.有关国际关系领域制度本体和权力场域关系与实践的相关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

GeraldBerkandDennisGalvan, “HowPeopleExperienceandChangeInstitutions:AFieldGuideto
CreativeSyncretism”,TheoryandSociety,Vol３８,No６,２００９,pp５４３Ｇ５８０;MarianoCroceand
AndreaSalvatore,“Normality as Social Semantics:Schmitt,Bourdieu and the Politics ofthe
Normal”,EuropeanJournalofSocialTheory,Vol２０,No２,２０１７,pp２７５Ｇ２９１;吴贤军:«中国

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国际话语权构建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６月;岳圣淞: «场
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４~１５５页.

NinniWahlströmandDanielSundberg,“DiscursiveInstitutionalism:towardsaFramework
forAnalysingtheRelationbetweenPolicyandCurriculum”,JournalofEducationPolicy,Vol３３,

No１,２０１８,pp１６３Ｇ１８３
ZoltanGrunhut,“The‘Expertisation’ofEuropeanStudies:ACriticalPerspectiveon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EasternJournalofEuropeanStudies,Vol１１,No１,２０２０,pp２５７Ｇ２６３
本文认为,政策性观念在不同国家行为体的决策认知中呈现明显差异,且在同一国家行为

体的不同决策阶段也不尽相同.以中国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政策性观念

经历了从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 “主动谋势、奋发有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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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缩小决策参考范围、遵循既定方向和模式化路径思考解决方案.① 同时,
它还为行为体的行动选择预设了一系列社会化背景下具有明确优先级的道义

与伦理秩序图谱,确保行为体的政策行为始终不偏离 “程序性正义”的轨

道.② 哲学性观念是行为体基于自身知识背景、生存体验和实践经历形成的

价值理念体系,③ 是承载并巩固政策性观念和程序性观念的 “公共哲学”“公
共情感”与 “观念内核”.④

在制度过程的不同阶段,行为体观念在各个层次上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

权重也存在差异.话语既是观念的核心载体,也是制度得以符号化和实体化

的唯一途径:⑤ 一方面,话语为制度构建框架、阐释内涵、建构语境、划设

边界;另一方面,处于同一制度场域内的行为体通过话语习得和话语建构参

与制度运行.⑥ 行为体对制度的创设、维护、支持、修正、质疑、挑战、破

坏或重塑等意念性表征都须经历观念映射 (ideationalprojection)和话语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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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PerttiAlasuutari,“TheDiscursiveSideofNewInstitutionalism”,CulturalSociology,Vol９,

No２,２０１５,pp１８２Ｇ１８４
话语制度主义对程序性观念的解释是,在社会化的国际制度环境中,行为体普遍自愿遵守

并默认其约束力的行为默契,如在出现制度争议时优先协商而非直接诉诸单边制裁、优先接受大国

协调和第三方调解、承认国际斡旋与仲裁的法律效力、认可国际制度中商定达成的表决机制等.有

关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参见OscarFitchＧRoyetal,“Ideas,CoalitionsandCompromise:Reinterpreting
EUＧETS Lobbying through DiscursiveInstitutionalism”,Journal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２７,No１,２０２０,pp８２Ｇ１０１.
话语制度主义将国家行为体的 “哲学性观念”概括为一国历史记忆、民族信仰、文化传统、

道德标准和理想信念等精神元素凝聚而成的、反映其核心价值理念的 “共有知识”,如 “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即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在对外政策领域提出的典型的哲学性观念.国家决策者的内政外交

决策必须以承袭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方能获得合法性认同,其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也必须以符合

其价值理 念 的 方 式 展 开.有 关 这 一 问 题 的 论 述,参 见 PatricRaemy,“A TheoryofProfessional
Identityin Journalism:Connecting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Socialization,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Theory”,CommunicationTheory,Vol３１,No４,２０２１,pp８４１Ｇ８６１.

VivienASchmidt,“TakingIdeasandDiscourseSeriously:ExplainingChangethrough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astheFourth‘NewInstitutionalism’”,Europe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２,

No１,２０１０,pp２２Ｇ２４
OscarLarsson,“AdvancingPostＧStructuralInstitutionalism:Discourses,Subjects,Power

Asymmetries,andInstitutionalChange”,CriticalReview,Vol３０,No３Ｇ４,２０１８,pp３２５Ｇ３４６
DanielBeland,“Ideas,Institutions,and Policy Change”,Journal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１６,No５,２００９,pp７０１Ｇ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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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discoursenestification)机制融入制度话语体系,① 通过 “将政治思想和

政治行动导入特定方向的制度化的意义结构”,② 争夺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

具有权威、排他与合法性的政策行动参考依据的制度话语权.在此背景下,
国际制度的变迁就直观地表现为制度话语权此消彼长的竞争过程.③

在制度创设阶段,政策性观念和程序性观念发挥支配作用.因此,无论

是制度主导国还是普通参与国,都倾向于求同存异,以尽快建立制度体系,
确保各方利益能够得到及时保障.在此背景下,政策性观念和程序性观念经

由类比、互文、隐喻、链接、安全化、术语化和拟态化等观念—话语嵌套机

制形成 “前景性制度叙事”,为制度确立包含问题描述、情势界定、方案选

择、效力边界、判例参考、权责分配、表决程序、争端解决和保障机制等核

心内容的实体性条款提供基础.④ 条款内容一经参与各方商定确认,即形成相

互关联、自成体系的制度语境,对条款内容的理解须始终遵循制度语境.⑤ 话

语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形成过程中,观念向话语的映射通过嵌套机制实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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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 嵌 套 的 理 论 机 制 研 究 参 见 FrancoisDebrix,Language,Agency,andPoliticsina
Constructed World,Florence: Routledge,２００３; Thomas Jacobs,“PostＧstructuralist Discourse
TheoryasanIndependentParadigmforStudyingInstitutions:TowardsaNewDefinitionof‘Discursive
Construction’inInstitutionalAnalysis”,ContemporaryPoliticalTheory,Vol１８,No３,２０１９,

pp３７９Ｇ４０１;Johannes Urpelainen and Thijs Van de Graaf,“Your Placeor Mine? Institutional
CaptureandtheCreationofOverlapping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BritishJournalof Political
Science,Vol４５,No４,２０１５,pp７９９Ｇ８２７.

维维恩A施密特:«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马雪松、田玉麒译,载 «国
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１０~１３页.

SimonTFranzmann,“Competition,Contest,andCooperation:TheAnalyticFrameworkof
theIssueMarket”,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Vol２３,No３,２０１１,pp３１７Ｇ３４３

嵌套种类多样,上述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不同情况下,行为体在嵌套的选择与搭配

方面具有主动权且存在个体偏好.关于不同嵌套机制作用方式的研究,参见 VivienASchmidt,
“SpeakingofChange:WhyDiscourseisKeytotheDynamicsofPolicyTransformation”,Critical
Policy Studies, Vol５, No２,２０１１,pp１０６Ｇ１２６; Vivien ASchmidt,“Theorizing Ideas and
Discoursein PoliticalScience:Intersubjectivity,NeoＧInstitutionalisms,andthePowerofIdeas”,

CriticalReview,Vol２９,No２,２０１７,pp２４８Ｇ２６３.

MartinBCarstensenandVivienASchmidt,“Powerthrough,overandinIdeas:Conceptualizing
IdeationalPowerinDiscursiveInstitutionalsim”,JournalofEuropeanPublicPolicy,Vol２３,No３,

２０１６,pp３１９Ｇ３２６
嵌套是指具有一定词汇和句法结构的话语模型.单一嵌套可对应多种观念原本、帮助其按

照行为体的期望生产出发挥特定作用的话语产品.如在微观层面的制度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 “政
策性观念”可借助 “类比”嵌套产生判例条款,也可借助 “安全化”嵌套产生争端解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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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本体由话语构成,话语嵌套是制度嵌套得以最终实现的基础手段.制度

嵌套的最终形态、功能机制和影响范围都取决于行为体对制度话语的动态调

控.① 鉴于新制度脱胎于现有相关制度,故而会在功能层面与后者产生交叉

或重叠,发生 “制度嵌套”现象.制度嵌套被视为新兴国家开展制度创设、
同现行制度展开竞争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及具有共同制度需求的国家共同利益

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各领域的国际制度创设中得到广泛运用.②

进入制度运行阶段后,随着制度缺陷逐渐暴露,加之参与各方对制度效

果的评价、对其未来演化方向及预期收益的认知出现分化,前景性制度叙事

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受到质疑.③ 为避免现行制度的不合理约束损害自身权益,
部分新兴国家和制度参与国会基于个体独特的制度体验,从政策适切性和程

序合理性角度向制度叙事发起挑战,提出 “协商性话语”.协商性话语并不

旨在全面解构现有制度叙事,而是仅针对其薄弱和不合理环节或具体条款内

容提出完善性 “话语动议”,目的是向制度主导国发起权益声索,促使其主

动反思制度不足、重视各方诉求、推动制度改革.④ 面对质疑,主导国会视

情势与条件部分或全部接受协调性话语,并对其进行主观再阐释、形成 “交
往性话语”.交往性话语不仅包含对协调性话语的直接回应,还包含主导国

对制度改革限度及其必要性的辩护,以及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同质性问题的预

防性政策规划.通过主动接纳异见话语、允许其嵌套入现行制度话语体系,
主导国与异见方得以实现暂时的制度和解,但这一举措也不可避免地对制度

话语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客观上稀释了主导国的制度话语权优势.因

此,为降低未来协调性话语再次出现的可能,主导国还会考虑推动自身哲学

性观念在制度环境中的普世化话语传播、建构更具观念强制力的 “背景性制

度叙事”以巩固制度合法性的观念共识、强化制度的价值观语境.⑤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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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玮:«兼容性制度竞争: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２期,第６９~７３页.

陈伟光、刘彬、聂世坤: «融合还是分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载 «东北亚论

坛»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第３５页.

MartinBCartensenandVivienASchmidt,“IdeationalPowerandPathwaystoLegitimation
intheEuroCrisis”,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Vol２５,No６,２０１８,pp７５３Ｇ７７８

VivienASchmidt,“TrappedbyTheirIdeas:FrenchElites’DiscoursesofEuropeanIntegration
andGlobalization”,JournalofEuropeanPublicPolicy,Vol１４,No７,２００７,pp９９７Ｇ１０００

VivienASchmidt,“PuttingthePoliticalBackintoPoliticalEconomybyBringingtheState
BackinYetAgain”,WorldPolitics,Vol６１,No３,２００９,pp５３４Ｇ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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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国际制度实践中,西方国家长期试图将以 “人权、民主和自由”为

核心的 “普世价值”嵌入国际制度体系,凭借制度霸权向他国展开所谓 “全
人类价值理念”的输出,正是这一意图的典型表现.①

随着制度互动的不断深入,主导国与新兴国家中的崛起国围绕制度实践

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的辩论愈发激烈,双方的观念竞争从政策和程序性观念层

面转向哲学性观念层面,协调性话语和交往性话语的频繁交锋导致现行制度

话语体系的持续动荡.② 为维系现存制度,主导国通过对交往性话语的回溯

和对价值观语境的强化,为凸显现行制度的优越性与排他性合法效力提供话

语支撑.同时,主导国对参与现行制度的其他国家展开规劝、引导其理性权

衡继续参与现行制度的优势和参与新制度的风险,为自身赢得维护制度主导

权的话语空间,进而继续掌握制度话语权优势.③ 崛起国则在整合既往协调

性话语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哲学性观念,提出明显区别于现行制度且具有明

显竞争优势的前景性制度叙事和背景性制度叙事,塑造符合自身制度理念的

价值观语境,建立新的制度话语体系,与现行制度话语体系展开竞争.④

图１　观念—话语映射与制度话语权的实践取效图示

说明: ▶表示行为体现实话语互动行动的具体步骤,▶表示抽象话语运作和话

语权力竞争的机制化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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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Vivien ASchmidt,“DemocracyandLegitimacyintheEuropean Union Revisited:Input,

Outputand‘Throughput’”,PoliticalStudies,Vol６１,No１,２０１３,pp１７Ｇ１９
VivienASchmidt,“How,WhereandWhenDoesDiscourseMatterinSmallStates’Welfare

StateAdjustment?”,NewPoliticalEconomy,Vol８,No１,２００３,pp１３６Ｇ１４６
LeonardSeabrooke,“What DoI Get?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Expectationsandthe

SubprimeCrisis”,NewPoliticalEconomy,Vol１５,No１,２０１０,pp５５Ｇ５７
CynthiaHardyandSteveMaguire,“OrganizingRisk:Discourse,Power,and‘Riskification’”,

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Vol４１,No１,２０１６,pp８０Ｇ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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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实践

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广泛参与各领域国际制度.
目前,中国已成为在经济领域参与国际制度互动系统性最强、议程范围最

广、政策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一历时数十年之久的制度过程不仅完整涵盖了

国际经济制度演进的各个阶段,还连贯反映出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对

自身实力水平和客观环境变化的认知而持续进行政策调整的行动脉络,为动

态观测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实践的决策动机和观念逻辑演变提供了理想的案

例参考.从现实政策意义上看,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一员,中国综合国力、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经济治理制度的积极参

与及其制度话语权实践.①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

话语权实践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制度话语权的生成路径、发展趋势以及当下

和未来阶段面临的挑战.
(一)观念调整、制度习得与话语互动模式的形成: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初期的制度话语权实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２０世纪末)
客观而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在国际社

会各领域制度体系中均很大程度地处于游离和边缘化状态.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际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发展对外关系的根本目标设定为维护政

权、保卫国家安全、争取国际支持与认同,以及推动战后反殖民运动四个方

面.②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化,中苏关系由 “蜜月期”
走向破裂,客观上促使中国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战略处境并进行对外政策调

整.在此背景下,“一条线”和 “一大片”外交思想的提出,为中国成功跨

越意识形态藩篱、同更多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共同遏制苏联的 “社会帝国主

义”倾向提供了有力的观念共识基础.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重返联合国有力地拓展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空间,使中国在更高的平台上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提高自身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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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培丽:«中国制度话语权的建构:挑战与应对»,载 «江汉论坛»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３９~
４０页.

张蕴岭:«中国对外关系４０年:回顾与展望»,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６~
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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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成为可能.①

为了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

合法席位,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５日,以时任亚洲部主任敦辛 (TunThin)为团长

的IMF代表团来京,就恢复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磋商.４月１７
日,IMF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同年４月１３日,时任世界银

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SMcNamara)率团来京,就恢复中国

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磋商.５月１５日,中国在世界银行及国际开

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②

１９８６年,时任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团长钱嘉东大使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后扩展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瑟  邓 克 尔 (Arthur
Dunkel)提交了关于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正式开启了中

国 “复关”谈判的历史进程.③ 此后,在历经１５年、三个阶段、数百轮旷日

持久的双多边谈判后,中国最终同世界贸易组织 (WTO)所有成员就中国

加入 WTO后若干年的市场开放领域、行动时间表、具体实施方案、准入标

准和政策限度等问题达成全面协议.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中国在多哈签署

«入世协议书»,正式成为 WTO第１４３个成员.④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初期的制度话语权实践历程可以发现,
在融入现行制度体系的最初二十余年间,通过对既定制度话语的积极接纳、

主动习得和规范践行,中国结合自身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和利益诉求的变化,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对接现行制度框架的动态话语互动模式,在话语层面

打通了国内政策与国际制度的沟通渠道,实现了以制度参与塑造制度环境、
以制度红利促进发展、在确保自身制度话语权利的同时适度提升制度话语权

力的阶段性目标.总体上,其行动路径分别在参与 WTO、世界银行和IMF
的制度互动中得到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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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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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中国重返联合国五十年: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载 «国际观察»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第２６~３０页.

CatherineRSchenk,Chinaandthe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１９４５Ｇ１９８５,Tokyo:

Springer,２０１５,pp２７５Ｇ３０９
范黎波、钱弥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中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２０２１１１/２０２１１１０３２１６２３５shtml.

PetrosCMavroidis,ChinaandtheWTO:WhyMultilateralismStillMatters,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１,pp１８Ｇ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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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既定制度条款与自身诉求表达的有机融合,形成话语嵌套,
将约束性话语转化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制度承诺,充分保障了自身的制度话语

权利不受侵害.事实上,在 “复关”到 “入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就始终

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平等入世,拒绝接受美西方国家提出的不合理制度约

束,为自身在入世初期争取了宝贵的政策调适空间和制度缓冲期.相关制度

条款在经历中国与有关各方的多轮协商后达成共识并均被明确写入中国的

«入世协议书»及９个附属附件和 «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① 这份长达

９００余页、涵盖１６００余项条款的制度文本文件成为保障中国作为 WTO成员

合法权益的根本依据并沿用至今.在履行入世承诺、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

便利化的同时,中国在 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多

边贸易谈判机制等领域也很快实现了从 “制度见习生”到 “合格履职者”的

角色转变.在维护国际公平贸易秩序和利用规则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等方面,
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第二,及时准确地将参与制度互动的经验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形成协商

性话语,有效维护了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制度运作发挥了建设性

作用,间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尽管中国是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三大支柱”的创始成员国,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参与上述机制并发挥实

质性作用的时间相对较晚.基于这一现实情况,中国对参与初期的制度收益

并未抱有过高的期待,而是希望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同有关各方加强合作,早

日获得国际社会对其作为 “合格制度参与者”形象的认可.② 这在中国同世

界银行的合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自恢复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同世界银行在

贷款、制度普及和国际发展经验传播方面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世界银行

的贷款不仅弥补了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而且在推动中

国国内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发挥了明显作用.③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样板”也被世行作为可供广大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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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Jorgensenand DanielStrube,China,theG２０and GlobalEconomic Governance,

Sydney:Low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Policy,November２０１４,pp１Ｇ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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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参考的成功案例.① 世界银行对中国发展成就、经验及理念的宣传,客

观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作为 “南
南合作”的长期支持者和积极参与方,通过充分利用世行这一最大多边开发

机构在发展援助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中国得以持续扩大自身在发展中国

家的影响力,为未来参与制度决策、提升制度话语权奠定了声望基础.②

第三,积极参与制度框架下的危机决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制度运

作提供支持,并适时推动 “中国方案”融入现行制度话语体系,为制度完善

提供建设性话语增量.在这一方面,中国同IMF为应对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

危机而展开的合作堪称经典案例.为有效缓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国政

府积极参与了IMF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先后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

律宾等国提供了高达４０亿美元的双多边经济援助.③ 考虑到当时中国有限的

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这一额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

当.与此同时,在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出口面临严峻竞争压力的背景下,中

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大局的角度出发,

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

策,有效保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为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

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

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 “加强国际合作制止危机蔓延”
“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这场危机自主做出

的选择”三项原则主张,④ 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２０００年５月,在泰国

清迈举行的东盟＋中日韩 “１０＋３”财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共同签署了旨在

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 «清迈倡议»,中国为推动倡议达成、协调各方

立场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清迈倡议»是东南亚金融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WorldBankGroup,InnovativeChina:NewDriversofGrowth,WashingtonDC:World
BankGroup,DRC,２０１９,pp１０Ｇ５５

«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周年:平等合作　互利共赢»,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１０年９
月１４日,http://wwwgovcn/jrzg/２０１０Ｇ０９/１４/content_１７０２３９４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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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７４,No３,２０２０,pp４３４Ｇ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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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后,亚洲国家间金融合作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对防范金融危机、推动

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意义.① 对于中国而言,参与东南亚金融危

机治理很大程度上成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话语权提升的重要转折点.
危机过后,世界对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更加注目,人民币国际化呼

声高涨.② 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在金融

危机中发挥 “稳定器”的作用抱有更高希望,客观上提振了中国在下一阶段

投入更多资源、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展开制度话语权提升行动的信心.
(二)观念更新、制度塑造与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成熟期的制度话语权实践 (２１世纪初~２０１０年)

２１世纪的最初十年见证了中国经济史诗级的高速增长期.凭借年均

９６％的增长速率,中国的经济体量在短短十年间迅速扩张了五倍,并在

２０１０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③ 时至今日,国内外学界仍试图从不同

视角为这一 “深刻改变２１世纪世界局势的里程碑事件”提供差异化解释.④

其中,制度主义视域下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制度体系

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提供了历史性契机.通过积极参与制度互动,中

国得以加速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并同国际制度框架成功接轨,从而充分享受了

制度红利,为自身发展赢得了相对较长的战略机遇期.⑤ 话语制度主义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２１世纪初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不仅证明了其前

期制度参与的必要性和制度性权利对激发其经济内生动能的有效性,也为其

实现广泛和长期的制度权力输出提供了先决条件.⑥

事实上,回顾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话语权实践历

程可以发现,从观念更新、策略优化到话语体系的构建,制度性权利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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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性权力的输出贯穿于中国参与制度互动的全过程,二者始终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中国提升自身制度话语权这一核心目标.这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加速制度观念的更新,确保自主意识和利益认知同制度演化

趋势动态匹配.在政策性观念层面,中国首先更新了对国际局势的总体认

知,指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多极化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和平与发展

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国家间各领域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利

益深度交融;① 各领域国际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网络化与融合度不断提升,

共同构成了维护国家间关系稳定发展的合法性依据.②

在程序性观念层面,中国充分肯定国际制度体系在保障国家发展、促进

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的主导性作用,通过协商性话语的提出明确表达参与现行

国际制度体系,特别是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并致力于维护其权威性和稳定性的

积极意愿.在此基础上,中国基于前景化视角,从战略层面重新界定了自身

的国际身份,并以此作为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的原则遵循———在巩固 “发展

中大国”身份的同时,中国将自身定位为 “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 “国
际秩序与国际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并将逐步实

现从 “新兴经济大国”向 “全球性大国”的身份转型.③

较之于前一阶段,中国在这一阶段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互动中的程序

性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自主意识和批判意识明显增强.在经历了漫长

的见习期和适应性调整后,中国对现行制度体系运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和不

足有了更深的体会.基于此,中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现行制度的不足做出

评判,而不再选择 “战略性沉默”,并积极呼吁各制度参与方共同行动、展

开制度协调,对制度体系进行功能型修复.④ 二是群体性责任意识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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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也意识到,作为制度参与国不应只享受制度

红利,还应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参与制度完善过程,确保制度体系能够长

期有效地运作,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最广大参与国的共同利益.作为当今世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现行制度体系做出建设性贡献的意义已不仅仅是

为维护自身的制度权益,而是着眼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利益.在

现行制度体系无法满足最广大弱势群体诉求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以群体性代

表的身份主动发声,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① 从这一

意义上说,程序性观念的转变是客观环境与中国自主战略意识觉醒共同导致

的必然结果,其不仅令国际社会听到了不同于西方世界的 “中国声音”,充

分领略了中国仗义执言、独立自主和自信自强的大国风范,更为中国在这一

时期制度话语权的提升奠定了理念基础.
第二,持续优化行动策略、提升议程设置和议程引领能力,以更加开放

和建设性姿态参与现行制度体系话语互动、切实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相较于

参与制度互动初期,中国在这一阶段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参与积极性

进一步提升,同IMF、世界银行和 WTO的互动与合作不断深入.其中,在

参与IMF的制度互动方面,自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展开了卓有成效的

合作后,双方持续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协调,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

IMF通过年度磋商、高层访问、技术援助和培训等多种形式,为中国宏观经

济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并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专

业人才.② 与此同时,中国也通过IMF对外宣传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国际经济

金融体系的看法和改革建议,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规则制定,并对有关

成员国实施贷款和援助.③ 特别是在推动IMF代表权和投票权体制改革方

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集团的意见领袖和

代言人角色.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IMF于２００６年正式启动 “两步改革程

序”———第 一 步,批 准 将 包 括 中 国 在 内 的 ５４ 个 成 员 的 “特 别 提 款 权”
(SDR)提升２００亿额度;第二步,于２００８年宣布启用更为精简的份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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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大幅提升 GDP在份额计算中的权重,以平衡发达国家同新兴国家间

的份额分配,确保大多数成员的投票权和代表性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

位更加匹配、更能反映世界经济的现实发展趋势.①

在同世界银行的合作方面,截至２０１０年,中国已累计从世行旗下的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 (IDA)获得贷款承诺４７８亿美

元,获得国际金融公司 (IFC)的贷款和股本投资共计４７亿美元,多边投资

担保机构 (MIGA)共支持３４个担保项目,累计担保金额约５亿美元.② 这

些贷款为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关注的是,随

着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逐渐从世行的借贷国转变为捐款国,开始积极

通过向世行捐款和购买债券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输送发展资金,支持世行的全

球减贫与发展事业.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我国首次向IDA 捐款３０００万美元.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国再次以创始捐资国身份向世行 “南南知识合作基金”捐

款３０万美元,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好评.③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

(G２０)华盛顿峰会上积极参与IFC的全球贸易融资计划,并于次年４月认购

了其在中国发行的１５亿美元私募债券,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融资.更重

要的是,在寻求自身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的主观意识推动下,中国更加深入地

参与到世行的各种改革和决策中,引导世行的智力结构和政策业务朝着更加

公正务实的方向发展.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参与世行

投票权改革方案的讨论和磋商.最终,世行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５日率先落实了

G２０匹兹堡峰会共识,使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３１３％的投

票权.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从２７７％上升到４４２％,跃升为世行第三大股

东.④ 这一改革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无疑与中国的积极推动和大力协

调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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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 WTO展开的互动合作方面,入世十年来,中国一方面积极践行

“入世承诺”,加速提高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性,逐步扩大农业、制

造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下调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取消所有进口配额、
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另一

方面,中国还主动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通过参与相关规则

和标准的制定,为提升制度体系的程序性公平与透明度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这主要反映在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过程中.作为新成员,中国积极参与

作为多哈谈判核心议题的农业谈判,还广泛参与非农、服务、规则等其他领

域议题的谈判,独立提交４０多个谈判案文,联合其他成员提交案文１００余

份.① 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行使世贸成员权利,凭借不断增长的制度影响

力和话语权维护了 WTO 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
中方已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共１８６起,构建了贸易救济法律

体系和维护产业安全工作机制.② 通过相关制度的实践,中国不仅丰富了自

身参与制度互动的经验,也有力地捍卫了自身的制度权益,提升了对 WTO
制度体系的影响力.

第三,主动拓展多边话语平台,探索新的话语权增长路径.随着制度参

与的不断深入,中国也愈发感受到现行制度体系存在的 “结构性弊端”.由

于现行制度体系的三大正式机制均由西方主导创设,为维持对上述机制的长

期控制权,西方国家集团在制度框架形成之初就预设了一系列条件苛刻、相

互交织的复杂的程序壁垒,以强行压缩制度体系内的话语权分配和流动的空

间,也令作为制度体系后来者的其他参与国只能接受现行制度约束,被动承

担 “后发劣势”带来的高昂制度成本.③ 受此影响,在制度运作进入常态化

阶段后,由于话语权不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群体的制度改革提案

长期得不到应有重视,对现行制度体系在投票表决权让渡、份额分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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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雄:«WTO多哈回合谈判与中国的多边外交探析»,载 «国际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

６０~６３页.
«站在改革开放新的起点上———写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１０日,https://wwwgovcn/govweb/jrzg/２０１１Ｇ１２/１０/content_２０１６７１３htm.
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第５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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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乃至涉及具体领域制度条款修订的技术性调整都难以推进.① 西方

国家却能够凭借话语权优势甚至事实性 “一票否决”的话语权垄断对他国展

开制度施压.这严重干扰了制度体系正常功能的发挥,也一定程度削弱了制

度本身的合法性与公信力.② 在此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尝

试通过参与并创建更具代表性的 “小多边”机制规避现行制度体系的 “结构

性钳制”,并通过在特定领域交往性话语的提出,在话语议程上与现行制度

体系形成对接,发挥制度补充性作用,从而实现制度话语权的实质突破.③

基于 这 一 考 量,中 国 在 这 一 阶 段 更 加 重 视 参 与 以 G２０ 和 “金 砖 国 家”
(BRIC)合作机制为代表的非正式框架下的制度互动.

作为 G２０创始成员,中国参加了历次 G２０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领导

人峰会.２００５年,作为 G２０轮值主席国,中国成功举办了第七届 G２０财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此次会议以全球经济前景展望、国际发展与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推进以及国际经济制度性改革为核心议题,人民币国际化首次被列为

国际金融领域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④ 上述议题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

国作为主席国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战略性思考,有

力地提升了中国在 G２０框架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议程设置与议程引领能

力,使国际社会开始真正意识到中国在现行制度体系中的话语影响力.⑤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家主席不仅出席了 G２０历次峰会,并在会上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宣介中国政府采取的相关举措,阐明中国的全球经济

治理立场,并提出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主张.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

积极支持 G２０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本着建设性态度参与

G２０机制建设,积极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 G２０建设与发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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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晓、叶玉:«全球经济治理:新挑战与中国路径»,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第１１~２２页.

黄仁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与金砖国家崛起的新机遇»,载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第５４~７０页.
洪邮生、方晴:«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的转移:G２０与大国的战略»,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３９~４０页.
李晓、冯永琦:«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载 «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２０~１２４页.
何帆、冯维江、徐进: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９~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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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①

相较于 G２０,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建立之初就具有明显区别于前者的去

西方化特征.② 这不仅体现在其成员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和 “南方国家”,还

反映在这一机制框架下的话语议程设定及程序性制度的确立上.③ 自２００９年

首届 “金砖国家峰会”成功召开以来,历届峰会围绕核心讨论议程已取得了

积极成效,包括推动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向改

革,着力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呼吁国际金

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遴选遵循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实质性向发展

中国家开放人选比例,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坚决捍卫国际体系的多元化

和民主化等.④ 作为金砖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

国家,中国在该机制中具有最强的国际影响力和明显的制度话语权优势,其

在机制框架下提出的制度性话语概念、原则提案和行动倡议往往能够在短时

间内得到各方的认可和支持,并迅速落实.尽管如此,中国并未选择参照西

方制度主导经验,借助程序性或法理性制度框架人为制造 “话语壁垒”、寻

求 “话语权垄断”,将金砖机制转化为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同现行国际体系

展开竞争的制度工具,而是始终坚持并明确强调这一机制对现行制度体系的

补充性功能定位.同时,通过提出 “金砖＋”合作理念,中国也向国际社会

传递了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支持金砖国家朝着制度性开放的方向发展的积极

意愿.这一理念也在此后金砖国家框架下一系列多边机制的建立中得到了充

分贯彻.⑤

(三)观念整合、制度重构与话语体系竞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竞争性主导期的制度话语权实践 (２０１１年至今)

２１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对制度观念、行动策略和话语议程展开全方位

调整的阶段.２０１０年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一步由 “成熟期”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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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主导期”.基于现阶段维护自身不断扩展的制度权益这一利益诉求,
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话语体系,从而能够一定程度发挥主观能

动性,凭借战略资源的相对优势对现行制度体系进行塑造,实现从 “制度话

语权利享有者”向 “制度话语权力输出者”的身份转变.① 相比于此前两个

阶段,在该阶段,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已具备了丰富的制度互动经验,其

资源水平、行动能力及推动制度体系重构的主观意愿也明显增强.结合对现

行制度体系基本架构、运作模式和执行成效的全方位认知,中国在当前阶段

就制度参与、制度创设和制度竞争展开了系统性谋划,并从观念、话语和行

动三个层面持续推进其制度话语权提升进程.

１通过政策性观念、程序性观念和哲学性观念的有机整合,为提升制度

话语权奠定基础

在政策性观念层面,中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虽总体稳定,但国际关

系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变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其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继续保持整体崛起势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机制化合作不断深

化,日益成为牵动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二,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监

管改革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并不明显,而 G２０则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

台.其三,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风险上

升.其四,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主要经济体增速下滑,新兴市

场国家也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内部通胀加剧等挑战,全球各种形式的保护主

义明显增多.由此可见,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亟待改革和完善.②

基于上述判断,中国及时更新了参与国际制度互动的程序性观念,在肯

定现行制度体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明确对现行制度

运作中出现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展开批判,并主张 “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应

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

语权,以使全球治理体制能够更加平衡,更能反映出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

益”.③ 在此基础上,中国将自身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身份定位由此前的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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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调整为 “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 “公共产品

的提供者”.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中国将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

利益共同体”.① 这一政策宣示表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

际经济治理的制度建设进程中来,以充分履行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

义务,为维护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的制度性贡献.②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此前两个阶段,中国在这一阶段开始注重将凝聚

自身历史文化和外交传统精髓的哲学性观念整合进观念体系中,以 “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代表,进一步强化对国际制度发展趋势、意义和规

律的战略性认知,并推动其成为指导自身参与制度实践的理念遵循.③ 自十

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多次强调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价值.２０１５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在第７０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了题为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讲话,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全面阐释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实践路径.④ ２０１７年１月,习近平主席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进

一步提出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五个基本原

则,⑤ 使这一理念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多次写入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政策文件中,成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的重要制度性话语成果.

２进一步优化行动策略,在参与现行制度体系互动的同时,积极支持新

型多边机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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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制度体系中,历经多年的投票权改革和份额让渡,中国在IMF
中的投票权升至第三位,并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
人民币正式成为IMF 特别提款权的组成货币,在新的货币篮子中占比

１０９２％,位列第三.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在 WTO
中的身份也从普通成员国成长为核心决策圈的重要一员.在多哈回合谈判期

间,中国通过调整本国外贸政策主动与 WTO规则对接、积极履行承诺,并

在谈判多次陷入僵局时为协调各方立场做出了大量努力.①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巴厘一揽子方案”最终达成, «贸易便利化协定» (TFA)获得通过.作为

WTO成立以来达成的首个多边贸易协定,TFA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

在推动协定达成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体现了中国坚定支持多

边主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贯立场.
在新型多边机制中,中国继续参与 G２０和金砖国家框架下的互动,支持

其同现行制度体系形成对接并发挥功能性补充作用,还加强了对 G２０和金砖

国家合作机制制度话语体系的资源供给,从而拓展了制度话语权的实践平

台.② ２０１６年,中国成为 G２０轮值主席国并承办杭州峰会.中方对此予以高

度重视,将其视为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制度话语权的重要契机.
为此,中国在此次峰会的议程设置、分论坛选题、主旨演讲、协定文本内容

等方面展开了积极谋划,力图将中国多年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互动积累

的经验和理念融入其中,通过话语嵌套将核心概念打造成引领未来全球经济

发展和经济治理体系转型的标杆性制度话语,实现对制度话语体系的主观塑

造.③ 基于此,中国秉持着开放、透明、包容的核心办会理念,广泛征求与

会各方意见,在会前进行了大量研讨活动,积极听取国内外政界、商界、学

术界、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将会议主题确定为 “构
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并将加强政府间宏观政策调控、
创新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更加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动更加强劲

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探索包容性和联动式发展等议题纳入各个分论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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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刘迪:«G２０的新兴国家时代:历史、现状与未来»,载 «学术探索»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第４７~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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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① 上述议题的选择是中国在对全球经济发展现状展开战略性思考的基

础上,从发展中国家一员的身份视角出发,提出的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不同

领域的具体关切.这不仅涵盖了对制度改革的期待,也提出了解决相关领域

具体问题的方向性路径,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性和政策启发价值.②

２０１６年 G２０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

制度话语权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会议如期通过了包括 «二十国集团

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
«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 «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二十国

集团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重要成果文件,从金

融、贸易、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为未来五到十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全方位锚定了

战略方向.会议还制定了 «２０１６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 «二十国集团

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以推动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顺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有效应对数字信息化

时代传统经济治理模式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此同时,为回应中国对维护全球

化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共同发展利益的重要关切,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普

惠的发展,会议还发起了 «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

议»和 «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③ 上述成果文件的达成,意味着中国

发起的制度话语倡议和会议期间主动提出的新理念、新思路以文本形式固定

下来,成为指导未来各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互动的原则遵循,这使中国

话语能够在实践中发挥制度效用.④ 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峰会的举办,中

国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制度语境中的传播,完

成了将政策性观念、程序性观念和哲学性观念完整融入制度话语体系的初步

尝试.会议通过的 «二十国集团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明

确指出,“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普遍、变革、不可分割、融合的特性,以及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个人享有尊严、实现以人为中心的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尊重各国主导权和优先事项,注重实现务实和互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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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赢的成果,保持开放、灵活和透明”.① 这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在

国际制度语境中得到完整的内涵阐释,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

制度实践的重要性认知.
在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互动方面,自２００９年首届金砖国家峰会成功

召开以来,中国持续推动该机制朝着开放、包容、互惠互利和可持续的方向

发展,支持其成为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制度权益发挥重要作用.２０１０年后,在中国的主导和大力促进下,金砖

国家机制框架的多边合作和制度体系建设进程明显提速.２０１１年,南非正式

加入金砖国家集团,“金砖五国”(BRICS)正式确立,这使该制度体系的核

心成 员 国 分 布 更 具 代 表 性.２０１３ 年, 金 砖 国 家 新 开 发 银 行 (New
DevelopmentBank,NDB)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ContingentReserve
Arrangement,CRA)的相继建立,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制度化水平的

实质提升.② 中国在上述两个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均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成员

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上述两个机制在建立之初就在初始资金认筹、投票权分

配、管理机构设置、人事任命、运行流程等程序性条款的设计上展现出明显

高于现行西方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与此同时,在

成员国权益保障和功能性定位方面,上述两个机制均明确强调了 “优先保障

发展中国家群体权益”的根本原则,并坚持同现行制度体系形成对接,特别

是加强同IMF的制度合作,满足现行制度功能对发展中国家需求供给不足

的制度缺陷,推动实现全球经济治理制度资源更加均衡合理的分配.③ ２０１７
年９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厦门举行.作为东道国,中国将

此次峰会的主题确定为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应在回顾此前金砖合作机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打造 “金砖＋”的合作模式,开辟

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第二个 “金色十年”;通过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化,提升

—０６１—

①

②

③

«二十国集团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载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成果

文件选编»,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５~７５页.
朱杰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前景»,载 «当代世界»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第２１~２５页.
李一平、付宇珩:«国际合作中的领导权竞争:以 “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战略

对接为例»,载 «东南学术»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２０~１２２页.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　

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代表性和影响力.① 通过

会议主题和议程的设定,以及具体行动计划的推进,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平

台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其话语影响力也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得到了充分

彰显.②

３创设新制度体系,促进话语资源更均衡分布,加速制度体系和制度话

语权格局重构

话语制度主义认为,竞争性主导期是国际制度演化进程的必经阶段,制

度创设是竞争性主导期开始的关键标志.③ 鉴于现行制度主导国与新兴崛起

国在制度运作中的矛盾愈发凸显,双方对现行制度体系的存续问题存在根本

性分歧.由于触及了自身的核心利益,主导国无意再做出制度让步,单纯的

制度调整也已无法满足新兴崛起国的制度诉求.在此背景下,新兴崛起国将

通过新制度的创设推动制度体系格局的改变,为获取制度主导权拓展影响力

平台.在这一方面,中国发起并主导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 “丝路

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被视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进

行制度创设、展开制度竞争、推动制度体系重构并最终获取制度话语权优势

的关键举措.④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由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两部分组成,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提

出.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中国已同１５１个国家和３２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

２００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⑤ 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相关

国家围绕基础设施、能源、环保、科技、贸易、投资、金融、教育和文化等

展开了务实合作.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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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１４００亿美元,沿线国家

对华实际投资接近９００亿美元.① “一带一路”有力助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经济增长.
“丝路基金”的设立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为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助力 “五通愿景”之一

的 “资金融通”目标的实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８日,习近平主席在 “加强互联

互通伙伴对话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４００亿美元成立 “丝路基金”.同年

１２月２９日,“丝路基金”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日,习近平

在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加大对 “一带

一路”建设资金的支持,向 “丝路基金”新增资金１０００亿元人民币.② 截至

２０２２年年底,“丝路基金”累计签约项目近７０个,承诺投资金额共计２１０亿

美元,项目覆盖全球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③

与此同时,为解决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ADB)为代表的现行全

球经济体系架构下的多边融资机构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的规模

额度不足的问题,中国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自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期间提出这一倡议,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正式成立,
亚投行的筹建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功能定位上,亚投行被明确界定为具

有政府间国际组织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亿美元,
投入运营后资金规模将持续扩大;其成立宗旨是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

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

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④ 亚投行是历史上第一家由中国发起建立的多边开发

银行.中国在亚投行创立之初就将精简 (Lean)、清洁 (Clean)和绿色

(Green)确立为其核心发展目标,希望将亚投行打造为遵循高标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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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放和高效模式运作的多边金融机构.① 截至２０２２年年底,亚投行董事

会共批准了２０２个项目,总金额接近３８９亿美元,撬动总投资约１千亿美

元,惠及３３个领域的域内和域外成员.② 这些项目涵盖交通、能源、城市发

展、水资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涉及公共卫生与教育领域的社会基础发

展,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来看,通过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提出和持续推进,以及

“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创设运营,中国得以基于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长期积累的制度互动经验和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理解与展望,系统

性地将自身对国际制度体系的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融入制度创设进

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和全面的制度话语体系,并以此作为推动制度体系和

制度话语权格局重构的重要抓手.具体来说,其成效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首先,从新制度体系的 “物理特征”看,尽管上述机制在名称上均强化

了 “亚洲”的地域属性,但实际参与国却不仅限于亚洲地区,而是涵盖了世

界各大洲、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制度诉求的广大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正因如此,上述机制在创立之初就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和影响

力.另一方面,新机制始终强调同现行相关制度体系的对接与融合,确立了

其 “为现行制度体系提供补充和完善的制度功能”这一基本定位.并且,广

大制度参与方兼具多重身份,在参与中国主导创设的新机制的同时,并不影

响其对现行制度的参与,由此形成了新机制与现行机制的嵌套和叠加.在此

背景下,作为新机制的发起方和主导者,中国的制度主导权可以从新机制逐

步扩散至现行制度体系,从而改善自身在制度体系间的权力流通渠道.
其次,从新制度体系的 “理念特征”来看,相较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

治理模式,新制度的功能设计涵盖了制度演化的全过程,并具有明显的动态

性特征.不同于传统制度体系运作模式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性治

理观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始终将发展作为推动制度演化的核心力

量,“丝路基金”为制度参与方提供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支持,亚投行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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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制度执行功能”为制度体系的长期有效运作提供合法性保障.在程序

性条款的设计上,新制度充分反映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新兴国家、发展

中国家重要一员和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对国际制度公平性、公正性和透明度

的创新性理解.无论是在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总体原则、合

作规范,以及涉及具体领域的操作规程和标准,还是作为实体性制度机构的

“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在运作过程中所遵循的根本宗旨、职能、组织架构和

运营方案,创新发展、平等包容、互利互惠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均得到充分

体现和全面贯彻,为突破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代表性和发言权分配机制

不合理、份额让渡改革难于推进的困局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程序性改革提供

了启发性思路.

最后,从新制度体系的 “话语特征”来看,不同于西方基于强权政治和

实力对抗思维构建起的制度语境,中国主导创设新制度的宏观语境源于自身

的发展实践、制度参与经历和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对全球治理展开的战略性思

考,因此对仍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具有更强的

“推己及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制度创设中所采用的

话语旨在为参与国提供一种 “前景性制度叙事”,通过提供合理的制度权利

承诺促使参与国形成对新制度发展前景的客观预期,使其意识到自身不仅是

制度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同时还是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从而激发其参与

制度互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与西方试图强化排他性的价值语境、借助制

度话语的强制力来对参与国形成 “制度威慑”的做法具有本质不同.在此基

础上,通过倡导和平发展、自主发展、均衡发展、人本发展、全面发展和务

实发展的制度话语体系,中国得以在新制度创设过程中将发展权的基本要素

细化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的基本人权,并将其确立为

支撑制度话语体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核心价值观,为提升自身的制度话语权

发挥理念引领和支撑作用.①

五、结　语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体对制度话语权的认知、认同与践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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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蒲小平:«“一带一路”十年建设的成就及时代内涵»,第４９页.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　

在与日俱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球

治理背景下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提升问题.习近平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

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这不仅

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

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

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①

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本文搭建了以 “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

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

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

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
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

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

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

际制度话语权.学界普遍认为,相较于历史上历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国竞

争,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是 “制度导向性”的凸显.② 这

不仅体现为双方展开各领域竞争时所遵循的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的理念模式

和行为逻辑的系统性与完整性,③ 更重要的是,作为实力日益接近且均有能

力主导国际制度的大国,中美全方位的制度竞争旨在通过国际话语权的争

夺,以制度权力的相对收益谋求物质权力的绝对收益.④ 从这一意义上说,
“制度话语权”之争将成为两国未来战略博弈的核心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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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第１版.

JacquesdeLisleandAveryGoldstein,China’sGlobalEngagement:Cooperation,Competition,

andInfluenceinthe２１stCentury,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２０１７,pp１Ｇ１７;

VictorDCha,“AlliedDecouplinginanEraofUSＧ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TheChineseJournal
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１３,No４,２０２０,pp５０９Ｇ５３６;李巍: «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

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６页.

ZhangJueandXuJin,“ChinaＧUSStrategicCompetitionandtheDescentofaPorousCurtain”,

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１４,No３,２０２１,pp３２５Ｇ３３２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９９~１０１页.


